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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

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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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和写作思路的形成得益于与郭于华、沈原两位老师的讨论，匿 名 评 审 专 家 的 修

改建议促进了本文的完善，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批评了“农民工”和“留 守 儿 童”两 种 研 究 问 题 意 识 割 裂 的 现 状。

通过对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两种

问题之间建立系统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 其 同 辈 群

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对工种性质进行进一步划分后的统计模型 表 明，体 力

工种相对非体力工种、非熟练工种相对熟练／半熟练工种，有留守 经 历 的 新 工

人相比其同辈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这说明有留守经历 的 工 人 更

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 化 的 劳 动 方 式。父 母 外 出 打 工 造 成 亲 子 分 离，儿

童家庭责任感淡薄，但也带 来 更 优 越 的 经 济 条 件 和 更 少 的 务 农 经 历，由 此 共

同导致了有留守经历的工人频繁的工作流动。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 民 工 生

产体制”的产物，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加剧了这一体制持续运行所面临 的 困 境。

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是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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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的农民工体制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 产 模 式 为 主 要 特 征，即 工 人 的 打 工 收 入 可 以

维持自身劳动 力 的 简 单 再 生 产，但 赡 养 老 人、养 育 子 女 等 活 动 只 能 在 老 家 进 行。布 洛 维

（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７６）最早阐述了这一体制，沈原（２００６）和任焰、潘毅（２００６）对中国农民工体制下

的拆分模式有进一步的论述。

一、“留守儿童”与“农民工”研究：问题意识的割裂

留守儿童问题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１下大规模劳动力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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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伴生物。低廉的薪酬待遇和打工城市公民权利的缺失，导致流动人

口实现了工业化却 难 以 实 现 城 市 化，亲 子 分 离 乃 是 新 工 人２普 遍 面 临

的问题。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表明，２０１０年全国流动人口约２．６１３９亿（其中，来源地 为 非 市 辖 区 的

流动人口为２．２１４３亿），相 比２０００年 增 长８１．０３％，较２００５年 增 长

７７．３９％。３２１世纪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样伴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迅速

增长。同样基于“五普”、“六普”和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人

口学统计分析表明，２０１０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业已达到６１０２．５５
万，占农村儿童总人口的２８．５２％。虽然这一数据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增长

有限（２４１万），不 过 相 较２０００年 却 整 整 增 长 了１．５倍（段 成 荣 等，

２０１３）。４

２．本文以“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在以往的研究中，“新工人”是相对国企“老工人”而言的，
指改革开放后进入城市务工的群体，他们缺乏改革前的工厂集体生活经历和阶级话语。可参

见沈原，２００６；Ｌｅｅ，２００７。

３．参见：２００５年１％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第

１号）。“流动人口”在普查中是指“居住地 与 户 口 登 记 地 所 在 的 乡 镇 街 道 不 一 致 且 离 开 户 口

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４．段成荣等（２０１３）的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统 一 界 定 为“年 龄 在１７周 岁 及 以 下，父 母 双 方

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 父 母 在 一 起

共同生活的儿童”。

５．检索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近年来两大群体规模的迅速增长引起国内学界对相关议题的广泛

关注。以“农民工”为关键词对ＣＳＳＣＩ期刊进行的主题检索结果显示，

相关论文数量已有近５４００篇。以“留守儿童”为关键词也检索到总共

３９６条记录。５

然而在问题意识层面，这两类研究却鲜有交集。纵观留守儿童问

题的相关文献，研究者大多致力于考察留守经历对儿童学习成绩、受教

育机会、身心健康、卫生营养状况、问题行为的养成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为了确证留守经历与上述问题的关系，除了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群体进行对比，相关研究还在留守儿童面临的微观个体环境

上进行细分，这类划分变项包括：父亲外出母亲外出抑或双方外出、留

守时间的长短、父母外出的时机、家庭汇款额度、家庭环境等（范兴华

等，２００５；杨菊华、段成荣，２００８；胡枫、李善同，２００９；陈欣欣等，２００９；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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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２００９；宋月萍、张曙光，２００９）。与上述文章对留守儿童个人家庭

背景和家计安排的强调不同，另一些研究试图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和

制度安排层面解释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比如拆分型的家庭模式、农村

社会的解体、二元分割下的乡村教育等（谭深，２０１１；江立华，２０１１）。但

是，儿童的留守经历对更宏大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所可能产

生的进一步影响，鲜有研究展开实质性讨论。６考虑到留守经历的普遍

性７以及社会流动途径 封 闭、阶 层 固 化 背 景 下“农 民 工”身 份 的 代 际 传

递（孙立平，２００３；熊易寒，２０１０；周潇，２０１１），留守儿童群体将成为世界

工厂的主力，留守经历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和世界工厂的可能影响不容

忽视。

６．梁宏（２０１１）的研究是个例 外。该 文 就 留 守、流 动 经 历 对 新 生 代 工 人 的 影 响 进 行 了 探 讨。
研究指出，流动、留守经历只是导致了工人模糊的身份认同，并未带来其经济 地 位、人 力 资 本

和对打工城市认同的提升。尽管该研究的结论只是基于列联表数据分析，但毕竟在问题意识

层面有所拓展。

７．普查数据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的情况，但是 在 调 查 时 间 点 儿 童 不 在 留 守 状 态 并 不 代 表 其

曾经没有或以后不 会 有 留 守 经 历。因 此，有 留 守 经 历 的 农 村 儿 童 的 比 例 可 能 远 高 于２８％
（２００５年的抽样调查和２０１０年的普查数据均为这一比重）。从理论上讲，子女留守在外出务

工家庭中也有其必然性。拆分型体制下，父母将子女接到城市将要支付昂贵 的 养 育 成 本，对

子女的照看也是问题。在跨省流动的情况下，子女即便可以在打工地接受教育，其教育质量、
应试技巧与老家省份高考的匹配性也很成问题。因此，在现阶段留守远比流动更为普遍。

如果说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缺乏对更长远的结构性影响的洞

察，对“农民工生产体制”下各种问题的分析则无一例外地忽视了留守

经历对新生代工人的影响。新工人的社会融合、区域与职业流动、工资

收入、身份认同、迁移意愿曾一度是相关研究反复探讨的主题（李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王春光，２００１；蔡禾、王进，２００７；刘林平、张春泥，２００７）。近

年来，新工人各种抗议事件（罢工、骚乱、跳楼）的频发和劳动力市场“短
工化”趋势的加剧，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内在矛

盾的反思。与老一代迥异的成长经历被认为从各方面引发了新生代工

人与农民工体制的冲突：优越的成长环境，尤其是较少的务农经历，导

致年轻工人很难适应世界工厂的异化劳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变了

其身份认同和发展期望；信息技术的熟练使用和在学校生活中开放交

往方式的养成为其集体抗争的形成提供了动员资源；消费主义生活方

式的盛行也凸显了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的不合理（Ｐｕｎ　ａｎｄ　Ｌｕ，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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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等，２０１１；汪建华，２０１１；汪建华、孟泉，２０１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课题组，２０１３）。代际生活经历的变化动摇了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和拆

分型再生产体制存在的重要基础，但是，这种变化与新生代工人普遍的

留守经历有何 关 联？留 守 经 历 是 否 进 一 步 推 动 了 上 述 生 活 经 历 的 变

化，抑或从其他路径激化了工人与世界工厂的冲突？要探讨新生代工

人对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挑战，还需回溯至其留守经历。留守现象作为

拆分型农民工体制的基本表征，倘若反过来对体制本身构成挑战，那么

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农民工体制运作的系统

性矛盾，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寻找可能的切入点。

二、留守经历与工作流动：机制与假设

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探讨了新生代工人独特的成长环境引所发的

与世界工厂各个层面的紧张关系：劳动过程的不适应、发展期望难以实

现、工资收入与消费方式不匹配等。本文的核心关照点在于，新工人的

留守经历是否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个体的法律

维权、极端的自杀行动和比较常见的换工行为，都能反映新工人对世界

工厂的不满。不过，集体行动的发生牵涉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

基于对工作现状的不满；法律维权行动也只能是企业违法侵权下的产

物，并不能反映一般性的紧张关系；自杀行动可以直观地反映工人与工

厂体制之间的紧张，但是个体层面的大样本数据难以收集。以工人的

工作流动为切入点，并不存在数据收集的问题，而且在反映工人与世界

工厂的紧张关系方面也比较直观。虽然工人的工作流动也可能是主动

寻求更好发展前景的行为，不过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工人很难有上

升的空间（Ｒｅｉｃｈ，ｅｔ　ａｌ．，１９７３）。在中国情境下对新工人工作流动的

相关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结果，工人流动越频繁，越难以获得工作境遇

的改善（李强，１９９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２０１３）。当然，新工人工

作流动频率能否反映其在世界工厂的适应状况，本文还将展示其他方

面的证据。
本文认为，新工人打工之前的留守经历将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其

工作的稳定性：首先，父母外出打工意味着土地很有可能被转让或抛荒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２；严海蓉，２００５），这将使留守儿童相比同辈群体有更少

的务农经历，务农经历的减少会降低其在世界工厂中的适应能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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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守经历者相对同辈群体会有更大的流动性。虽然以往的研究曾经

指出，父母外出将使农业劳作的负担落在老人和小孩肩上，而且由于老

人身体不好，小 孩 尤 其 是 家 中 的 长 女 将 承 担 更 多 的 家 务 活（Ｍｕｒｐｈｙ，

２００２；叶敬忠等，２００６）。不 过，这 些 研 究 并 没 有 提 供 大 样 本 的 数 据。

其次，研究显示，父母外出务工将带来更多的汇款和家计的改善（Ｒｏｚｅｌｌ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２；李强，２００１），因此，留守儿童相比同辈群

体的成长环境在总体上将更加优越。一方面，这将导致有留守经历者

难以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另一方面，相对优越的家庭背

景也降低了其通过认真工作来赚钱养家的压力。因此，父母努力打工

带来的家计改 善 也 可 能 对 子 女 日 后 工 作 的 稳 定 性 产 生 负 面 影 响。最

后，留守经历会带来亲子关系的疏离和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并可

能进一步导致其家庭责任感的降低（岳天明、原明明，２００８；唐有财、符

平，２０１１），从而加剧了有留守经历者在工作中无根漂泊的状态。父母

外出打工既带来留守儿童务农经历的减少，家计和成长环境的改善，也
导致其与父母关系的疏离，相比同辈群体，他们将更加缺乏吃苦耐劳的

韧性和家庭责任感，并进一步影响其工作稳定性。８由此可提出：

８．有观点指出，父母外出打工也可能对留守 儿 童 产 生 一 些 积 极 影 响，如：形 成 产 业 工 人 的 价

值观、有更好的教育投入、形成独立自主的性格。本文认为：（１）以往研究（梁 宏，２０１１）显 示，
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对工人身份确实有更强的认同，但对产业工人的认同只会增强其对工业公

民权和城市公民权的诉求，从而与现存的农 民 工 体 制 发 生 冲 突（Ｌｅｅ，２００７）；（２）心 理 学 的 研

究显示了留守经历对儿童人格发育的负面影响，可参考：范兴华等，２００５；范方、桑标，２００５；李

晓敏等，２０１０；（３）确实有研究发 现，父 母 的 汇 款 有 助 于 提 高 孩 子 的 教 育 投 入（胡 枫、李 善 同，

２００５），但是，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绝大多数文献都认为，父母在外打工本身带 来 孩 童 学 习 成

绩的下降，外出汇款本身能否扭转这种趋势尚未可知。本文的数据对比表明，不 管 有 无 留 守

经历，新工人在受教育程度上差别并不大。父母汇款真正能有多少用在改善教育上非常值得

怀疑。一些乡村小学教师告诉笔者，祖父母只知道管小孩吃饱吃好，并不关心 他 们 的 学 习 成

绩和教育投入。同时，笔者也观察到，留守儿童有较多余钱支配但又缺乏成人管束，很容易借

消费而进入到乡镇中心复杂的社会结构中。随父母汇款而来的消费很可能是留 守 儿 童 认 识

乡村小混混甚至产生越轨行为的重要中介。当然，这些观点只是基于笔者的 田 野 调 查，尚 有

待大样本实证数据的证实。

假设１：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工

作流动性。

如果说家庭责任感的降低对有留守经历者工作稳定性的影响是不

分工种的，那么吃苦耐劳品质的丧失，则可能导致其从事高强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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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或缺乏发展前景的工种时，表现出更高的流动性。本文进一步对

工种进行非体力与体力、熟练／半熟练与非熟练的区分，前者体现劳动

的强度，后者体现劳动的异化程度，从而提出：
假设２ａ：有留守经历者相 比 其 同 辈 群 体，在 体 力 工 种 上 要 比 在 非

体力工种上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假设２ｂ：有留守经历者相比其同辈群体，在非熟练工种 上 要 比 在

熟练／半熟练工种上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三、数据说明与初步分析

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主要以长三角和

珠三角１９个城市的“大专及以下学历、跨区县流动、被企业或单位正式

雇佣的外来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以２００５年１％抽样调查

数据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动人口数量为依据进行样本分配，控制性

别、行业和区县分布，共收集样本４１５２份。本文对留守经历的讨论只

涉及户口所在地来自农村的工人，因此剔除了老家在县级以上城市的

外来务工人员样本，最后保留３５３６份样本。
表１显示精神健康处于高危状态的工人，其工作流动频率远高于

非高危工人群体。这进一步说明，频繁的工作流动不是工人寻找更好

的职位匹配和发展前景的指标，而是其难以适应世界工厂工作的重要

表征。９

９．本次调查采用ＧＨＱ－１２（一般健康问卷）对外来工 的 精 神 健 康 状 况 进 行 测 量。ＧＨＱ－１２为

总加量表，问卷通过１２条陈述询问最近两周精神状态与平时的差异，分“完全没有”、“与平时

一样”、“比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四个选项，选择前两项均得０分，后 两 项 得１分，被

访者总得分因此在０至１２分之间。４分以上为高危人群，２至３分为中危人群，０至１分为低

危人群。有关该量表的详细介绍，可参见刘林平等，２０１１。

表１：精神健康状况与工作流动

精神健康状况

高危人群 非高危人群
显著性（ｐ）

平均每年工作份数（份） ０．９６　 ０．６８　 ０．０００
初职持续时间（年） ２．７４　 ３．７３　 ０．０００

　　问卷对１９８０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工人在各个成长阶段“主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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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生活在一起”进行了询问。本文将“小学之前、小学、初中任一阶段，
主要与父母之外的亲友（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友）生活

在一起或独自生活”的新生代工人定义为有留守经历者，否则视为无留

守经历。１０被访者中 也 包 含 一 部 分 有 流 动 经 历 的 工 人，但 样 本 数 量 较

少，１１因此，为使研究主题更为集中，本文并不将有流动经历者单分一

类进行比较。同时，在无留守经历的工人群体中也排除了有流动经历

的样本。为了直观地表明留守经历如何加剧了新生代工人的问题，本

文也将１９８０年 前 出 生 的 老 一 代 工 人 纳 入 分 析 样 本 中，将“老 一 代 工

人”、“无留守经历的工人”分别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进行对比。１２本

文选取了两个指标对工人的工作流动性进行测量，分别为工人外出以

来“平均每年的工作份数”和“初职的平均持续时间”。１３本文还将进一

步对初职的工种性质（体力与非体力、非熟练与熟 练／半 熟 练）进 行 划

分，并分别建模分析。１４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 年 限、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获得情况、婚姻状况、区 域 以 及 初 职 收 入、企 业 所 有 制、企 业 规 模、工

种，都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１０．虽然无法确定新生代工人在初中及以前未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还是

其他原因如双亲均已去世造成的，但是考虑到夫妻双方在青壮年时期均已去世 的 概 率 较 小，
因此，本文将初中及以前任一阶段未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工人均视为有留守经历者。

１１．１９８０年后出生、老家在农村且有流动经历的样本数仅有４２人。

１２．父母外出打工的选择可能本身就与家庭经济状况、农村地理环境有关，因此，考察留守经

历对工人工作流动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但由于二手数据的限制，本 文 尚 难 解 决

这一问题。

１３．问卷只对被访者第一份工作和目前工作的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

１４．“非熟练工种”包括流水线 生 产 工、其 他 生 产 工、工 厂 后 勤 服 务 人 员、质 检 员、服 务 员、保

安、清洁工，其余为“熟练工种”。“体力工种”相比“非熟练工种”增加技工、司机、销售业务员、
建筑工人四类，班组长、文员、领班、中低层管理人员为“非体力工种”。详细的 工 种 分 类 参 见

中山大学２０１０年“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问卷”中问题Ｂ　３．８。

从新生代工人的人口特征来看，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差别不大，不
过有留守经历者相比其８０后同辈群体，平均年龄小１．７９岁，初职前已

婚比例也略低。性别比重的差异值得注意：老一代工人相比新生代、无
留守经历的工人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同辈群体，男性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由于在建筑工、司机、管理、技术等工种上主要以中年男性为主，因此性

别分布的代际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何样本中有留守经历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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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较少，却值得探讨。１５

有关务农经历和家庭耕地面积的数据否证了之前研究者们基于定性

研究的结论，本文发现：有留守经历的被访者，其家庭耕地面积更少，４３．
９５％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由此看来，父母外出打工更可能伴随着土地的转

让和子女务农负担的降低。同时，本文对被访者２００９年家庭经济情况的

比较也佐证了以往的研究发现，即父母外出对改善家庭经济有积极影响，

有留守经历者的家庭总收入和打工收入相比同辈群体，分别多２０５５元和

３３９４元，但其寄钱回家的数额却要比同辈群体少６５５元（见表２）。１６

１５．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有正式工作的工人，是否由于相当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的男性流动人口

处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者本身就是城市的边缘群体而导致其难以进入调查样本，有待进一步

的实证研究。

１６．２０１０年的家庭耕地面积和２００９年的家庭经济情况，可能会与新工人留守时期的实际情况

有所不同，本文只是权宜性地使用这些数据对前人的研究结论和本文的机制推断进行佐证。

表２：留守经历与人口特征、成长经历差异比较

代际与留守经历

有留守经历 无留守经历 老一代
显著性（ｐ）

年龄（岁） ２２．１１　 ２３．９０　 ３９．８１　 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年） ９．１５　 ９．０２　 ８．５８　 ０．０００

性别（男性）（％） ４４．４７　 ５０．７８　 ６０．７４　 ０．０２７

婚姻（初职前已婚）（％） ３．４２　 ５．０１　 ５５．１５　 ０．０００

有务农经历（％） ５６．０５　 ６３．７４　 ７６．８７　 ０．０００

家庭耕地面积（亩） ３．４６　 ４．２５　 ３．７６　 ０．０１６

２００９年家庭总收入（元） ４６　９４４　 ４４　５８８　 ３９　２９９　 ０．０３６

２００９年家庭打工收入（元） ３８　０６１　 ３５　０１１　 ３３　８７１　 ０．０８８

２００９年寄钱回家数（元） 　４　４１７ 　５　１２１ 　８　２９５　 ０．０００

　　有留守经历者较少的寄钱数额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第三

个机制推测，即留守经历导致其与父母关系的疏离，进而削弱其对家庭

的责任感。这也可以从他们的外出打工动机中得到验证（见表３）。相

比同辈群体，他们外出打工更少地出于改善家计的朴素目的，更多地是

为自己考虑，或者仅仅是在无所事事状态下权宜性的选择。上述数据

表明，父母外出打工，一方面给子女提供了一个经济相对优越、务农负

担轻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子女在劳动上的韧性，阻碍了子女与父

母情感的培养，削弱了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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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留守经历与外出打工动机 （％）
代际与留守经历

有留守经历 无留守经历 老一代
显著性（ｐ）

在家收入低，不得不出来打工 ４０．００　 ４６．１１　 ７６．６３　 ０．０００
想出来赚更多的钱 ６３．１６　 ６９．６８　 ８５．１０　 ０．０００
在家里没事干 ４０．０５　 ３４．４８　 ３４．５８　 ０．１０５
我外出打工主要是为了自己 ３８．７９　 ３６．０１　 ３２．１９　 ０．０１６

四、模型与假设验证

表４显示了留守经历对新工人工作流动的总体影响。在工作流动

频率模型中，由于被访者平均每年的工作份数呈左偏态分布，因而本文

采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估算。在初职流动模型中，由于部分被访者的

第一份工作尚未结束，因此将第一份工作转换成详细的人月记录，即被

访者是否在给定的两个月内离开第一份工作。被访者开始工作的第一

个月为离职风险起始月，对于已经结束第一份工作的样本，离职即结束

观察；未结束工作的样本，则一直观察到 调 查 时 点，然 后 采 用Ｌｏｇｉｔ模

型估算离职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年龄作为影响工人流动性的重要因

素被引入模型，但因 其 与 代 际 存 在 非 常 强 的 共 线 性，因 此，在 比 较 有

无留守 经 历 的 新 工 人 与 老 一 代 的 工 作 流 动 差 异 时（模 型１ａ、模 型

２ａ），暂不引入年龄变量；在控制年龄变 量 后（模 型１ｂ、模 型２ｂ），舍 弃

老一代工人的样本，只 在 新 生 代 工 人 内 部 就 留 守 经 历 对 工 作 流 动 的

影响进行比较。

１７．上述发现与以往研究结 论 比 较 一 致，可 参 考：张 春 泥，２０１１；清 华 大 学 社 会 学 系 课 题 组，

２０１３。此外，性别和初职前婚姻状况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效应值得注意：新生代工人群体中，男

性的工作流动性更高；初职前已婚者，第一份工作离职几率相比未婚者要低，但总体上流动性

更高。模型表现出来的矛盾结果值得挖掘，可能的解释是：未婚者初职会因婚姻事件而中断，
但先工作后成家或许会使他们更成熟。

总体上，少数民族、珠三角、体力工种、非国企、初职收入低、年轻的

工人表现出更高的流动性，其他控制变量对工作流动的影响趋势在模

型中表现得不明朗。受教育程度高和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并不能提升

新工人的工作稳定性，其中，受教育年限对工作流动频率和初职离职风

险的影响表现为先降后升的Ｕ型曲线，学历为初中的工人工作稳定性

最高。１７这说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后天的努力带来的只是期望值的

·７９·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



提高而非境遇的实质性改善，这无疑加剧了工人对工作现状的不满和

换工倾向。
表４：留守经历与工作流动

工作流动频率模型

模型１ａ 模型１ｂ

初职流动模型

模型２ａ 模型２ｂ

性别（女性＝０） ０．０１９７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２８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６００）

民族（汉族＝０）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４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９１０） （０．１２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８１＊＊＊ －０．２１６＊＊＊ －０．２５１＊＊＊ －０．２０１＊＊＊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６６３）

受教育年限平方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３２９） （０．００３２５） （０．００３９６）

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未获得＝０）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７５０ －０．０１２９　 ０．１５５＊＊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７６７）

初职前婚姻状况（未婚＝０） ０．３６６＊＊＊ ０．９４３＊＊＊ －０．１３２＊＊ －０．３７５＊＊
（０．０７０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３６） （０．１８８）

初职收入（对数） －０．０８４０＊＊ －０．２５１＊＊＊ －０．４０３＊＊＊ －０．６５４＊＊＊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４２１）

工种（非体力＝０） ０．２３９＊＊＊ ０．０７６３　 ０．３８７＊＊＊ ０．２１４＊＊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７９）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９７４）

企业规模（１００人以下＝０）
　１００－９９９人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０７１３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６９０）
　１　０００人及以上 ０．０２６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８２２）
企业所有制（非国有＝０） －０．１４７＊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８７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１４） （０．１２８）
区域（珠三角＝０） －０．１４９＊＊＊ －０．０８６４＊ －０．３２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６０１）
年龄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０８３６） （０．００９３１）
留守经历（有留守经历＝０）
　无留守经历 －０．３６１＊＊＊ －０．１５０＊＊＊ －０．４１８＊＊＊ －０．２７４＊＊＊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７４２）
　老一代 －１．３４２＊＊＊ －１．３７７＊＊＊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８０４）
常数 １．３１５＊＊＊ ５．４５７＊＊＊ ０．２１６　 ４．１４８＊＊＊

（０．３２８） （０．４７８） （０．２９２） （０．５０１）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１９５．１３６ －２０２１．０６８ －１０７３３．７４９ －５６８５．６９５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４９０．６０　 ３７９．２０　 ９６９．７２　 ４１０．５１
ｄｆ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Ｎ　 ３　２０３　 １　７９６　 １５２　３１９　 ５３　０７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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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将问题聚焦于工人的留守经历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表４
模型１ａ、模型２ａ）。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每年平均从事的工作份数是同

辈群体的１．４３５倍（ｅ０．３６１），是老一代工人的３．８２７倍（ｅ１．３４２）。从第一

份工作的离职风险看，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的离职几率分别是同辈群体和

老一代工人的１．５１９倍（ｅ０．４１８）、３．９６３倍（ｅ１．３７７）。可见，新生代工人的留

守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推高了这一群体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流动性。
如前所述，由于留守现象是在改革后的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增多的，

有留守经历者的年龄相对较小，这也导致在控制年龄的新生代工人工

作流动模型中（表４模型１ｂ、模型２ｂ），留守经历对工作流动频率和初

职离职风险的影响效应有所降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相比同辈群体，
平均每年要多从事０．１６２（ｅ０．１５０－１）份工作，初职离职几率是同辈群体

的１．３１５倍（ｅ０．２７４）。总体而言，模型结果证实了假设１，即留守经历导

致新生代工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１８．为节省篇幅，表５的模型省略了控制变量、常数项的非标准回归系数和标准误。另外，模

型引入了年龄变量，并舍弃了老一代工人的样本。如需详细模型数据，请联系作者。

进一步围绕工种性质分别建模（仍然 采 用Ｌｏｇｉｔ模 型 估 算 初 职 离

职的离散时间风险），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者更高的流动性主要是因

为他们更难适应高强度、异化的工作。这类工作在中国的低人力成本

发展模式下非常普遍。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在体力工种和非熟练工种上

的离职几率分别是同辈群体的１．２９７倍（ｅ０．２６０）和１．４０２倍（ｅ０．３３８），但

是在非体力和熟练／半熟练工种上，两者工作流动性的差异很小且不显

著（见表５）。假设２ａ、假设２ｂ得到证实。

表５：留守经历与初职流动（区分工种）１８
初职流动模型

体力 非体力 非熟练 熟练／半熟练

无留守经历（有留守经历＝０） －０．２６０＊＊＊ －０．１０１ －０．３３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０）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２８）

个案总数 ４３　８７３　 ８　８９９　 ３０　２１０　 ２２　８６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五、透视农民工体制的系统性危机

本文对新工人工作流动问题的讨论，意在说明新生代工人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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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产体制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拆分型再生产模式下工人普遍

的留守经历有关。这一观点在中山大学２０１０年外来工专项调查数据

中找到了支持性证据。模型显示，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工人相比其同

辈群体有着更高的换工频率，其初职离职几率也更大。父母外出一方

面带来儿童成长环境的改善和务农经历的减少，但另一方面又阻碍了

亲子关系的培养，这分别影响了留守儿童在未来的打工生涯中适应高

强度、异化劳动的能力和对家庭的责任感，由此进一步导致其相对同辈

群体频繁的工作流动。对工种进行体力与非体力、非熟练与熟练／半熟

练的划分并分别建模后发现，有留守经历者相对同辈群体的高流动性

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力工种和非熟练工种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证了

留守经历在进 一 步 降 低 新 生 代 工 人 劳 动 韧 性 方 面 的 影 响。从 表 面 上

看，新生代工人尤其是有留守经历者的频繁换工只是给世界工厂的生

产管理、培训成本和产品品质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此类现象却在更深的

层面上反映了工人与繁重、异化的劳动过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这将是世界工厂继续运作要面临的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

如果将视野从繁重、异化、低薪酬的工作场所转移到歧视性的城市

社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紧张关系。有研究指出，有流动、留守

经历的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少地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对打工城

市的“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等维度的

评价也更低（梁宏，２０１１）。自父辈开始的长期工业化经历和被歧视的

体验，使得他们相比同辈群体，对城市公民权现状更为不满。我们尚难

判断这种不满是否将导致争取公民权的积极行动，但是他们对城市社

会另外一些形式的挑战，如越轨，业已开始浮现。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留守子女在打工城市的犯罪、卖淫问题被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基层干警

和混混头目反复提及，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缺席是他们给出的一

般性解释。还有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笔者，经常有一些外来打工者因

子女在同一打工城市失踪而报案。当然，留守经历是否带来流动人口

在城市更多的越轨行为还缺乏大样本数据的支持，但上述材料无疑为

本文的基本观点，即留守经历加剧了工人与农民工体制的紧张关系提

供了佐证。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农民工生产体制使自身的持续运行面临困境。

改革前农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巨大差异背景下勤劳、廉价、驯服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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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供给，是农民工生产体制在改革开放前３０年能够大体平稳运行

（如果以２０１０年 的 罢 工 潮 和 富 士 康“Ｎ 连 跳”事 件 为 分 界）的 社 会 条

件。户籍制度的 持 续 存 在 强 化 了 这 一 体 制 的 运 行。农 民 大 量 进 城 务

工，在为代工工厂、品牌商和政府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相对以前有

限地反哺和改善了农村经济。但是，这种改善也在逐渐打破农民工生

产体制存在的社会边界条件。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工人获得了更

好的成长环境（主要表现在务农、教育和信息化经历上），他们怀揣更高

的发展期望，但却丢弃了艰苦农业环境下吃苦耐劳的韧性。消费主义

文化（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世界工厂持续扩展的产物）在新生代工人中

的广泛渗透能力，又进一步使得拆分型再生产模式下廉价的薪酬待遇

面临问题。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受到与同辈群体类似的

影响（如都市消费主义），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比同辈群体更尖锐的问题

（如更优越的成长环境带来的劳动能力和韧性的下降），在另一些方面

则有着与同辈群体截然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如亲子分离背景下父母在子

女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及由此引发的亲情和家庭责任感的相对淡化。反

讽的是，农民工生产体制一度通过廉价的拆分型再生产模式赢得竞争优

势和利润积累，但它对新一代打工主体社会化历程产生的影响，不管是

积极方面（如改善成长环境）还是消极方面（如亲子分离），却在某种程度

上瓦解了这一体制存在的边界条件。

１９．本文强调留守问题的产生在于拆分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本身，而且在有留守经历的儿童

或工人内部也存在各种可能性，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群体等同于问题儿童或问题少年。对于将

留守儿童“问题化”的批评，可参见谭深，２０１１。

２０．卡兹尼尔森、具海根、塞德曼等人的著作反映了欧美国家和巴西、南非、韩国等国家工业化

历程中的家庭迁移模式。可参见：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Ｚｏｌ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Ｓｅｉｄｍａｎ，１９９４；Ｋｏｏ，２００１。

六、讨论

本文只是借助留守问题讨论农民工体制的系统性危机，并非意在将

留守儿童或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群体“问题化”、“污名化”。１９相反，抛弃个

体主义的立场和就留守谈个人后果的实用主义问题意识，从结构层面寻

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立足点，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所在。

与欧美国家甚至巴西、南非、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不同，中国的工

业化历程并没有伴随着移民工人的举家迁移和核心家庭的出现。２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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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流动人口家庭的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形式上的拆分，另一方面则表现

为实质上的家庭经济的紧密联系。如果说拆分型的家庭模式和留守经

历加剧了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体制原本就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那么，
来自家庭经济的支 持 则 暂 时 缓 解 了 新 生 代 工 人 与 体 制 可 能 产 生 的 冲

突。与老一代工人主要依靠老家父母进行儿童抚养（这种抚养也伴随

着他们在经济上对父母的补助）不同，部分新生代工人在婚事操办、子

女抚养、盖房买房等方面，都依赖父母的单向支持（汪永涛，２０１３）。可

以说，这样一种家庭支持形式使得新生代工人与体制的冲突至少不会

迅速爆发，从而为问题的解决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但是又可能隐含着更

强的危机。２１

２１．一方面是新生代工人父辈的逐渐老去和经济支持能力的减小，另一方面是逐渐增加的生

计压力，尤其是在新生代工人及其子女选择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考虑到部分新生代工人在

年轻时对父辈的过度依赖，这类问题可能会更加严峻。

２２．相关政策思路的形成，得益于与张翼、王春光教授的讨论。

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和进一步激化的可能亟需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赋予工人城市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修复工

人家庭生活，应该是问题解决的基本立足点。就此而言，工业内迁为积

极推进工人的城市公民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等

沿海工业城市，内地中小城市外来人口有限，因此，可以考虑将有意愿

落户的人口就地城市化。但对于外来人口大量集中的沿海工业城市，
公共服务资源相对更为紧张，外来人口的城市公民权更难保障。从根

本上来讲，无论在哪一类城市，地方政府缺乏主动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

服务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进行体制层面的调整，主要的方向包

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打破区域壁垒；中央政府配套兜底基本公

共服务，防止“洼地效应”；改变政绩考核方式，将新型城镇化相关内容

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最后，面对开放的市场社会，应该以常住人口而非

户籍人口为基础 配 置 资 源。２２赋 予 新 工 人 城 市 公 民 权，修 复 其 家 庭 生

活，既可以促进他们在城市社会的整合，减少极端抗议或越轨行为，又

能为其在企业的努力工作提供动力和希望，还能为他们下一代的成长

提供相对公平、健 康 的 环 境，防 止 留 守、流 动 问 题 的 循 环 和 代 际 传 递。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劳资双方合理的利益分享与博弈机制的建立。
工业公民权的实现尽管会受到来自企业层面更多的抵制，但是政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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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借助工人的抗议行为顺势而为，逐步推动常规议价机制的建立。
不过，代工企业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现状，将是制约新工人工业公民权的

重要结构性因素。自上而下调整产业结构，自下而上以行动压力调整

全球资本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将是解开这一困局的可能方向。但无论

如何，逐步赋予新工人以城市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应该是化解问题的

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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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ｅｔ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６３
（２）：３５９－３６５．

Ｒｏｚｅｌｌｅ，Ｓｃｏｔｔ，Ｊ．Ｅｄｗａｒｄ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ｄｅ　Ｂｒａｕｗ．１９９９．“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９（２）：
２８７－２９１．

Ｓｅｉｄｍａｎ，Ｇａｙ．１９９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７０－１９８５．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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